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总第四十二卷　 第二二二期　 Ｖｏｌ􀆰 ４２􀆰 Ｎｏ􀆰 ２２２

　 　 　 　 　 　 　 　 　 　 　 　 　 　 　 　 　 　 　 　 　 　 　 　 　 　 　 　 　 　 　 　 　 　 　 　 　 　 　 　　　　　　　　　　　　　　　　　　　　　　　　　　　　　　　　　　　　　　　 ＤＯＩ：１０．１３５３０ ／ ｊ．ｃｎｋｉ．ｊｌｉｓ．１６０００７

中国古代雕版印刷术起源新论

陈　 力

摘　 要　 雕版印刷术的起源问题一直备受学界关注。 在印刷技术发明与应用的背后，有其更为深刻的社会与文

化原因。 中国雕刻起源较早，殷周时铜笵上之反镌文字、秦汉之石刻碑碣、汉魏之石经，与印刷雕版之形制相近；
捶拓技术、玺印技术与印刷术的原理相同，可视为印刷术的源头之一。 至迟在西汉前期，较为成熟的凸版印刷技

术已经应用于纺织品印染，其原理与雕版印刷术相同，其精美程度也不亚于宋元以后的雕版印刷品。 但在此后很

长时期，雕版印刷技术并未用于图书复制，这与隋唐以前的文化、教育、宗教发展进程有关，即文献大规模批量复

制的社会需求尚未形成，雕版印刷技术的应用尚未有足够的需求驱动，也缺乏必要的市场环境。 直接催生雕版印

刷术用于图书复制的原因有三：一是宗教类图书的大规模社会化需求；二是科举制产生后对教育的推动以及科举

考试带来的文献批量复制的需求；三是普通百姓日常生活常用之物如日历、字书等需求增加。 因此，雕版印刷技

术的应用与普及，与其说是技术发展的结果，不如说是社会发展的结果。 从已知雕版印刷的实物及相关文献来分

析，我国用雕版印刷术印制图书，至迟在唐初已出现并被广泛应用；开始可能是用捺印的方式来印制，后来随着印

制内容的复杂化，逐渐过渡到刷印的方式。 参考文献 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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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刷术是一种用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对文献

内容进行复制的技术，它能够大量、经济地复制

文献内容，从而使其能够得到广泛传播。
在中国古代文明史上乃至世界文明史上，

印刷术的发明是一个划时代的事件，其意义不

仅仅在于一种新的图书复制技术的发明，而更

在于其改变了文化的传播模式，极大地推动了

社会的进步。 美国学者卡特指出：“欧洲文艺复

兴初期四种伟大发明的传入流播，对现代世界

的形成，曾起重大的作用。 造纸和印刷术，替宗

教改革开了先路，并使推广民众教育成为可能。
火药的发明，削除了封建制度，创立了国民军

制。 指南针的发明，导致发现美洲，因而使全世

界、而不再是欧洲成为历史的舞台。 这四种以

及其他的发明，中国人都居重要的地位。” ［１］９英

国学者李约瑟指出：“要是没有这种贡献，就不

可能有我们西方文明的整个发展历程。 因为如

果没有火药、纸、印刷术和磁针，欧洲封建主义

的消失就是一件难以想象的事。” ［２］ 因此，在现

代几乎所有研究中国图书史的著作中，雕版印

刷术的起源都是一个备受关注的问题①。

１　 雕版印刷起源探因

谈到雕版印刷术的发明，学者大多归之于

刻石捶拓技术和玺印原理的启发。
中国的刻石起源很早，初唐时在今陕西凤

翔发现十个石鼓，上刻有文字，为春秋时期秦国

的石刻，也是目前我国所发现的最早的石刻文

字。 到了东汉，人们开始将儒家经典刻在石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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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张秀民、韩琦：《中国印刷史（插图珍藏增订版）》，浙江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６ 年；李致忠：《古代版印通

论》，紫禁城出版社，２０００ 年；肖东发等：《中国出版通史》，中国书籍出版社，２００８ 年。 此类研究成果很多，不
俱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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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上，作为士子学习的范本。 南北朝以后，又出

现了大量的佛经与道经的刻石。 伴随着刻石，
捶拓技术也发展起来了。 捶拓技术起源于何

时，现已不得其详，但根据现有的史料，至迟到

南北朝时，这项技术就已被普遍采用了。 据《隋
书·经籍志》记载，唐初秘府尚存北齐以前石经

拓本。
用捶拓的方法可以进行文献的批量复制，

但是，一则刻石不易，二则捶拓技术也较复杂，
三则刻石的字体都较大，如是篇幅较长的文献，
刊刻捶拓都更加困难，再加上拓片的裱糊、收藏

和展阅也都很麻烦，所以不可能用捶拓技术来

进行普遍性的、大规模的文献复制。 古人除了

直接从碑石上捶拓，也用枣、梨等硬质木板仿刻

前代一些著名的碑刻，然后再从其上捶拓，唐杜

甫诗云： “峄山之碑野火焚， 枣木传刻肥失

真。” ［３］后世许多“法帖”就是用此方法翻刻拓印

的。 用枣木翻刻古代名碑与用枣木雕印书籍，
虽有阴文、阳文之异①，但其原理毕竟是相同的。
因此，将雕版印刷的产生与捶拓技术的发明联

系起来自有一定道理。
由于捶拓的对象为正字书写，与雕版印刷

术的反字书写然后刷印出正字的印本尚有一定

的区别，中国古代很早就出现的玺印就提供了

另一种启示。
玺印在中国出现很早，到战国时，它的使用

已经很普遍了。 玺印是将反体的文字刻在金属

或石、木质块上，然后沾上印泥盖在纸上（最早

是封泥），这样文字便印在纸上了。 玺印的原理

与后来的雕版和活字印刷术完全一样。 清人李

元复曾说：“书籍自雕镌板印之法行，而流布始

广，亦籍以永传。 然创之者初不必甚难，以自古

有符玺可师其意，正无待奇想巧思也。” ［４］ 美国

学者卡特亦谓：“模印的小佛像，标志着由印章

至木刻中间的过渡型态。” ［１］４３

东晋葛洪 （公元 ２８４—３６４ 年） 说，道士入

山，为了避免虎狼及鬼魅的侵害，要带上一种有

一百二十字的黄神越章之印［５］ ，这种印是盖在

封泥之上的。 一个黄神越章可以盖无数个护身

的灵符，如果盖在纸上，那就是一件小小的印刷

品了。 向达先生指出：印刷术最先可能是由于

需要大量复制佛、道教的画像及禁咒等而发明

的［６］ 。 根据上面这些分析，捶拓与玺印技术与

印刷技术有着非常相近的原理，当然有可能是

印刷术的源头之一。
不过，所谓起于玺印，起于捶拓，仅仅是就

技术原理的相似性而言，玺印早在先秦就已出

现，为何那时没有用于复制图书？ 又，将雕版印

刷技术起源与玺印、捶拓相联系，也只是局限于

在纸质物品上的复制技术而言，如果我们眼光

放远一点，就会发现：其实在先秦两汉时期，以
纺织品为承印物的印刷技术就已经非常成熟

了，而这种技术从原理上说与雕版印刷技术是

完全一样的，印刷的品质也完全不输于宋元以

后的雕版印刷品。
中国古代纺织品很早就有了印花，至迟到

西汉前期，凸版印染技术就已经非常成熟了。
凸版印染是用木板或其他材料雕刻成凸出的花

纹，然后在纺织品上压印而成。 １９７２ 年，湖南长

沙市郊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了大量的丝织品，
其中有相当数量的印花丝织品，分为两大类：一
类是印花敷彩纱，一类是金银色印花纱。 根据

其中一件具有代表性的印花敷彩纱分析，该件

织物通体图案由若干印花菱形单元联缀而成，
“印花菱形单元图案的高约为 ４０ 毫米，宽约为

２２ 毫米（花穗部分，嵌入下一单元之间的缝隙

中，不计在内）。 印花的图案由四个单元图案上

下左右连接，构成印花分版的菱形网格。 在织

物上的印花单元图案纵横连续，错综排列，通幅

有二十个单元图案分布。” ［７］１０５在这些图案花纹

中，没有发现墨渗和晕染的现象，也没有出现块

面花纹，根据这些现象分析，它是用阳纹版（雕

００６

① 王国维先生曾指出此乃阴识，非阳刻，是。 王说见《观堂别集·晋开运刻毗沙门天王象跋》，上海古籍书

店影印民国上海商务印书馆《王国维遗书》本，１９８３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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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凸版）印制而成［７］１０６。 在马王堆出土的丝织

物中，还有三件金银色印花纱，“印花纹样的单

元图案由三块纹板套印而成” ［７］１０９。
１９８３ 年，广州南越王墓出土了两件铜质印

花 凸 版， 其 中 一 件 正 面 花 纹 近 似 松 树

形［８］ 图版四八： ２，同时还出土了一些印花织品，其中

一件印花织品的图案恰与花纹近似松树形的凸

版相吻合［８］ 彩版三一： ３。 不少学者都指出，从印刷

技术的原理上看，马王堆一号汉墓所出土的印

花织品与文献的印刷没有什么不同，它们都是

雕版印刷，只是前者是印刷在丝织品上，而后者

是印刷在纸上。
马王堆一号汉墓中出土的印刷织物与广州

南越王墓出土的印花凸版，其印刷原理与图书印

刷是完全一样的，其纹样精美、精细的程度，也完

全不亚于文字刻印，可见，至迟到西汉初年，中国

人就已熟练地掌握了版印原理与技术，只是那时

更多地将其用于纺织品花样的印刷而已。 到宋

代时，这项技术仍然在广泛使用并有了进一步的

发展。 宋代郭若虚《图画见闻志》记：
皇祐（公元 １０４９—１０５４ 年）初元，上敕待诏

高克明等图画三朝盛德之事，人物才及寸余，宫
殿、山川、銮舆、仪卫咸备焉。 命学士李淑等编

次序赞之，凡一百事，为十卷，名《三朝训鉴图》。
图成，复 令 传摹 镂 版 印染，颁 赐大 臣 及 近 上

宗室。［９］

这里所提到的“镂版印染”，可能不是指简

单的镂版印刷，而是指彩色套印，或者先版印后

着色。 宋代朱熹知台州时，控告前任唐仲友任

用正在服刑的犯人、用公款雕刻《荀子》等四子

书版，然后运回其在家乡开设的书铺印书出售，
“又乘势雕造花板，印染斑襭之属凡数十片，发
归本家綵帛铺，充染帛用” ［１０］ 。 所谓“花版”及

其使用，原理与印书雕版完全相同，只是一个是

印在纸上，印的是文字；而另一个则是印在布帛

上，印的是花纹。 由此又提出了一个值得思考

的问题：为什么早在汉初人们就已完全掌握了

模印技术，但却未将其用于印刷图书？ 吾师徐

中舒先生尝云：

盖中国雕刻当殷周之世，已极发达。 其时

遗物，如骨器铜器等，纹制精美，而甲骨文字及

铜器铭文之刻铸，尤其铜笵上反镌之字，与印刷

之雕版，其形制几无差异。 秦汉而后印刷用之

纸张，既已发明于中国，而石刻碑碣，又日增月

盛，汉魏石经，一再勒于太学，又与书有雕版何

异？ 以如是宜于发生印刷之环境，历如是悠久

之岁月，而印刷术犹不能立即发生。 必待隋唐

而后，石刻渐有毡拓，如今碑帖之打本，其与印

刷相差只一间，以此为前导，而后印刷术乃继之

而起。［１１］

显然，在图书印刷技术发明与应用的背后，
有着更为深刻的社会与文化原因。

任何一种技术发明与应用，都要有一些基

本的条件：一是技术本身，包括原理和具体方

法；二是制作的材料；三是功能，即能满足人们

的某种需求；四是能让这种技术得以应用的社

会环境。 原理与方法属于技术的层面，通常我

们将其纳入技术发明的范畴；而功能，它应该是

可以满足人们的某种需求，如果仅仅是一项技

术发明，但其成果不为人们所需要，便不会得到

实际的应用。 Ｖ·戈登·柴尔德教授指出：“任
何一种技术，就像人的生活本身一样，包含着人

的群体甚至社会成员之间常规的、经常的合作，
群体的规模，社会公认的需求及群体成员之间

的关系（社会组织），都对这种合作性群体的特

征有深刻的影响。” ［１２］ 当然，社会环境也十分重

要，历史上曾有一些技术和发明，被当作奇技淫

巧，不被人们所认同；还有一些技术，与人们生

产、生活的实际需要距离太远因而无法得到应

用和推广。 只有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与广泛使

用，一项技术发明才有意义。
印刷术的发明与印刷出版业的出现是有区

别的。 印刷术应用只是利用印刷技术进行文献

的复制，有可能规模很大，也有可能只是小规

模、小范围的应用，对于社会并没有太大的意

义。 而印刷出版业的出现是以社会化的需求为

前提的，它需要相关产业如造纸、制墨、专业的

雕版和刷印工匠以及发行、销售等等条件的支

０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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撑。 作为一种产业，在有组织的社会中，还应当

有相关的规则与管理制度。 在中国古代，虽然

印刷技术的原理早就被发现并应用于纺织品印

染，且其精细、精美程度不输于图书印刷，但是，
在很长时间，雕版印刷技术并未用于图书的复

制，究其原因，当与中国古代社会的、经济的发

展水平有关，而其直接原因，则与隋唐以前中国

的文化、教育、宗教发展进程有关，即文献大规

模批量复制的社会需求尚未形成，雕版印刷技

术的应用尚未有足够的需求驱动，也缺乏必要

的市场环境。
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城市在中国出现

很早，但与欧洲中世纪的城乡二元结构不同，隋
唐以前，城市与农村基本上是一元结构，战国以

后一直到隋唐，城市的发展一直都比较缓慢，虽
然有的城市的规模不小，如战国时代齐国都城

临淄人口已达七万户，“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

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 ［１３］ ，但其他

地方的城市功能并不十分明显，有学者指出，中
古以前，城市不过是有围墙的农村。 之所以如

此，主要是因为中国古代的经济形态基本上是

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乡村自身就可以满足基

本的生活需求，虽然自商代开始就已经出现了

商业贸易，但商业活动基本上属于各地特产物

资的贩运，专门为销售而生产和买卖的市场经

济发展很不充分。 另一方面，春秋以前，农民与

土地、农民与地主或者领主的依附关系十分强

烈。 战国以后，由于国家的控制力增强，一些原

来依附于领主的农民通过赎买特别是通过政府

推行的授田制，逐渐成为国家的“编户齐民”，农
民与领主之间的依附关系虽然被削弱，但同国

家和土地的依附关系却增强了，“重农抑商”政

策的社会根源即在于此。 另一方面，由于土地

兼并和为了逃避政府的徭役，一些原来的自耕

农后来又逐渐成了豪强地主的荫附客户。 魏晋

南北朝时期，由于长期的战乱，人民流离失所，

又转而依附于豪强地主，“流民多庇大姓以为

客” ［１４］ ，因而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大量“坞

壁”、“坞堡”①，社会被分割成一个个有相当独

立性的社会单元，很难形成一个开放、商贸活跃

的大市场。 因此，直到隋唐时代，除盐铁等由国

家专营的产业以外，其他方面的手工业并没有

形成规模化的产业，而在中国十分发达的纺织

制造也基本上局限于自给自足或小范围内的交

易。 在这种情况下，像图书印刷出版这种需要

造纸、制墨和雕版、刷印等多种行业配合，需要

写样、刊刻、刷印、装潢装订等多项专门技术人

才的结合，需要有能够满足全国范围内原料供

给以及最终产品销售的大市场等多方面条件支

撑的产业，必待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才有可

能出现，而这种条件应该是随着南北朝混乱局

面的结束、隋唐大一统局面的形成后才逐渐成

熟的。
再从社会需求的角度来看，尽管早在商周

时代中国就已进入了文明高度发达的时代，文
化的传播当然离不开书籍的流传，但直到隋唐

以前，无论是文化还是学术，其传播方式都是单

点式的。 例如文学作品的传播，需要批量传播

的社会需求很少，虽然西晋左思的《三都赋》一

出，“洛阳为之纸贵”，但手工抄写本身就是一种

学习和欣赏，并且属于个案，尚不足以刺激一个

行业的产生。 一般的文学作品以及普通百姓需

求量较大的医书、占卜、农书等的流传都主要是

依赖手工抄写和小范围的市场来完成的，像东

汉著名思想家王充少时家贫，就曾以替人抄书

为生。 同样，商周时代就已有了学校存在，特别

是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经学十分发达，除了中

央官学聚集了大量的学生以外，一些有影响的

学者座下门徒往往以成百上千计，虽然他们对

文献的需求量很大，但由于学术的专门化、家族

化，老师教授、学生学习的内容常常局限于很少

的几部儒家经典，抄写这些经典又是学生学习

００８

①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战乱出现的地方据险自守、经济自足的军事堡垒，在每个坞壁、坞堡之中，聚集了大

量农民，依附于豪强，以求自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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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本身的重要内容，除了像《苍颉》 《凡将》
《急就》这类识字书以外①，通用性、标准化的图

书很少，因此，对于图书批量复制的社会需求并

不旺盛，其他相关条件也不成熟。
隋唐以后，中国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为

雕版印刷术的发明与应用提供了很好的社会环

境：此后虽然仍有一些战争发生，但总的说来社

会相对稳定，中国由此进入了一个长期、持续的

发展时期，城市快速发展，工商业有了很大的进

步；佛教、道教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发展很快，隋
唐时达到了极盛；随着科举制的产生与发展，教
育逐渐走上了普及之路。 社会对宗教、教育和

其他类图书的需求十分旺盛。
窃以为，直接催生雕版印刷用于图书复制

的主要原因有三点：一是宗教类图书的大规模

社会化需求；二是科举制产生以后对教育的推

动，以及科举考试自身带来的特定文献批量复

制需求；三是普通百姓日常生活常用之物，如日

历、字书等，这类社会需求量大，价格又不能过

于昂贵，印制也比较简单。
自汉代以来，中国封建社会进入了其发展

的高峰时期，经济高度发展，文化学术繁荣。 东

汉后期，佛教及其经典传入中国，道教也从本土

产生，但对普通百姓的影响还很有限，佛经还没

有大规模翻译成汉文（虽然也有一些佛经翻译

成汉文，但数量较少，影响不大，传播的范围有

限），而道经许多也“犹在天宫” ［１５］ ，并未结集。
晋代以后，佛教、道教迅速发展，佛经经鸠摩罗

什、法显等人的翻译，广为传播，而道教经典也

逐步成文并形成体系。 由于佛、道教的盛行，人
们需要大量的宗教经典和宗教画像，而人手抄

录显然不能满足需要，特别是满足那些身居社

会下层、没有文化的宗教信众的需求，社会亟需

一种能够以大量并且价廉的方法来复制宗教图

书供人诵念甚至仅仅是供奉，因而，迄今为止所

发现的早期印刷品绝大多数都与宗教特别是佛

教有关，这正如卡特指出的那样：“给世界以印

刷术的，也就是佛教” ［１］４２。 这是因为，在佛教文

化中，制作、供奉佛经、佛教画像以及传播佛经、
佛教画像本身就是一种功德。 对于宗教信众来

说，相当部分是并不识字的妇孺老人，佛经对于

他们来说是一种“法物”，必须有，但自己又无能

力抄写，虽然可以由专门的“经生”（敦煌遗书中

大量佛经即由“经生”抄写而成）来抄录，但其效

率低，成本高，远不能满足一般的社会需要。 因

此，以批量的方式制作廉价的佛经、佛像形成了

强烈的社会需求。 特别是唐代密宗盛行，大规

模制作陀罗尼经咒求得菩萨护佑颇为盛行，如
果依靠人工抄录，费时费力，因此，用雕版印刷

技术来大规模复制的方法就成了人们的必然

选择。
对于雕版印刷的另一大需求来自于教育，

即随着隋唐科举制出现和逐步完善而带来的教

育的发展。 科举制产生于隋代，但隋代的科举

仅仅是“分科举人”，并未与学校教育直接挂钩。
到唐代，一个很大的进步就是考试与学校教育

相结合。 由于科举与学校教育的结合，从中央

到地方各级官学有着数量庞大的官学生，唐太

宗时中央官学有学生三千二百六十人，玄宗时

全国州县官学生达六万七千人［１６］ ，而作为基础

教育以及官学补充的私学数量自应大大超过此

数。 科举制是分科举人，选拔人才的方式基本

固定，考试的科目基本固定，学习的内容也基本

固定，特别是与经学有关的考试内容也基本固

定。 换言之，过去是个性化的学习，而现在变成

了制式化的学习。 除了普通的考试之外，还有

不少专科，如医学、律学、书学、算学等等，考试

科目既定，学生学习的内容也就基本确定了，由
此带来的一个巨大变化就是全国同一科举考试

００９

① 罗振玉先生曾经提到，汉代常有将《急就》之类字书的文字制作于砖上（参见王庆祥、萧立文校注：《罗

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罗振玉致王国维（１９１９ 年 ７ 月 ２７ 日）》，东方出版社，２０００ 年），看来像这类通用的识字

书的确有批量复制的社会需求，只是当时社会环境、物质条件等等不成熟而未以更为方便的形式进行大规模

复制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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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下学习的内容是基本相同的，教材也大同

小异。 因此，因科举而产生了对文献的大规模、
批量化的复制需求。

对于像日历、字书之类日常生活用品的需

求，在进入文明时代后就已经产生了，但它有一

个前提：日历、字书之类的东西要能够卖得出

去，首先要有一个相对较大的市场，能够以销量

来降低单位成本的价格，这样才能为普通百姓

所接受、购买。 同时，有字的东西只有识字的人

才需要，因此这类产品的一个社会前提就是教

育特别是基础教育的相对普及，识字的人多了，
购买日历、字书的人才多，产品才有销路。 隋唐

时代，随着社会的发展，特别是科举制的产生，
中国古代的教育开始向普及化方向发展，也为

印刷品的普遍使用提供了条件。
自汉代造纸技术发明以来，经魏晋南北朝，

无论是纸张的质量还是产量，都有大幅度的提

升。 北魏《齐民要术》记载当时已有专门种植用

于造纸的原料楮，因其“自能造纸，其利又多。
种三十亩者，岁斫十亩，三年一遍，岁收绢百

匹。” ［１７］据史料记载，唐代纸的产地几乎遍及全

国，用于印刷的松烟墨也早已发明。 如纸、墨这

种需要通过大区域流通交易的物资不仅是印刷

出版的物质条件，它们的商品化也说明当时已

经具备了良好的市场条件。
因此，雕版印刷技术的应用与普及，与其说

是技术发展的结果，不如说是社会发展的结果。

２　 早期雕版印刷实证

图书的雕版印刷在何时进入实用阶段并开

始普及，在目前仍是一个争议很大的话题。 学

者在研究这个问题时，主要通过对史料的分析

来进行，这当然是正确的。 但是，我们现在见到

的关于早期雕版印刷的史料，一方面大都出自

后人之口，其所说是否符合历史实际，难以论

断；另一方面，对史料的解释也是众说纷纭。 不

过，从历史研究的方法来看，傅斯年先生曾说过

一段话，可以帮助我们客观、全面地认识中国古

代印刷术的发明与应用问题：
古史者，劫灰中之烬余也。 据此烬余，若干

轮廓有时可以推知，然其不可知者亦多矣。 以

不知为不有，以或然为必然，既违逻辑之戒律，
又蔽事实之概观，诚不可以为术也。 今日固当

据可知者尽力推至逻辑所容许之极度，然若以

或然为必然，则自陷矣。 即以殷商史料言之，假
如洹上之迹深埋地下，文字器物不出土中，则十

年前流行之说，如“殷文化甚低”、“尚在游牧时

代”、“或不脱石器时代”、“《殷本纪》世系为虚

造”等见解，在今日容犹在畅行中，持论者虽无

以自明，反对者亦无术在正面指示其非是。［１８］

中国古代印刷术的发明与应用问题与殷商

历史一样，如果仅有文献记载而没有实物证明，
自不足以服人；但没有实物证明，也不能证明其

无有；有实物证明，也只能反映其时间之下限，
因此，“据可知者尽力推至逻辑所容许之极度”，
实为研究这个问题正确而可行的方法。

关于印刷术发明的时间，学术界有许多不

同的观点。 最早的一种观点认为起于汉代，其
他还有如始于东晋、始于六朝以及唐太宗印刷

长孙皇后《女则》等等说法，但都没有什么充分、
可靠的证据，前人已有辩驳，是不赘。

在前人的记述中，亦有谓印刷术起于唐末

者。 明末清初学者朱明镐云：“《志》曰：‘周显徳

中始有经籍刻板，学者无笔札之劳。’此言失之

不考。 按刋板始自后汉之乾祐中。 聂崇义为国

子博士，校定《公羊春秋》，刻板于国学，则经籍

刻板，已大行于汉之乾祐时矣。 愚又以刋板之

事，固不始于周，亦不始于汉，而实始于唐之季

代。 五代之天子，率兵强马壮者为之，何知有诗

书经籍之可重、而屑屑为梓木之举乎？ 其事始

于武宗、宣宗之世无疑，但事实年月无所考耳。
又真宗景徳元年夏，上幸国子监，阅库书，问邢

昺经板几何？ 昺曰：‘十余万。 臣少从师业儒，
经有疏者，百无一二，盖力不能传写。 今板本大

备，士庶家皆有之。’由此言之，经籍刻板，权舆

于唐，而盛行于宋，即显徳学者无笔札之劳，亦
非确论也。” ［１９］ 朱氏之说在否定刊板始于五代

０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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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说，固属确论，但谓起于唐末，亦属推论，并且

已为后来所发现的唐末之前的雕版印刷实物以

及相关文献所推翻。
我们认为，如果以傅斯年先生所谓“逻辑所

容许之极度”推之，以雕版印刷术印制图书，始
于隋末唐初，应无大的问题，而从已知雕版印刷

的实物及相关文献来分析，这种推论也有强烈

的事实支撑。
从我们现在所掌握的材料来看，雕版印刷

术至迟在唐代初年就已经出现并已比较广泛地

应用了，开始可能是用捺印即像后世加盖印信

的方式来印制，后来随着印制内容的复杂化，逐
渐过渡到了刷印的方式。

目前所能见到的捺印实物几乎都出自敦煌

遗书。 敦煌遗书中有为数不少的捺印佛像，但
都没有明确的捺印年代，只能根据一些相关的

资料来分析、推测。 据信年代较早的一件是收

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写本《杂阿毗昙心论》卷
十，其黄麻纸的背面捺印佛像数幅并永兴郡印，
据学者研究，其时代大概在北周武帝改晋昌郡

为永兴郡至北周武帝灭佛即公元 ５６１—５７４ 年

之间［２０］ 。
古代印度佛教信众常制作小佛塔，里面供

奉抄写的佛经，然后积许多小塔放入大佛塔之

内，以积功德。 唐玄奘、辩机曾介绍说：“印度之

法，香末为泥，作小窣堵波（即梵文“佛塔”之音

译），高五六寸，书写经文，以置其中，谓之法舍

利也。 数渐盈积，建大窣堵波，总聚于内，常修

供养。” ［２１］ 这种习俗也传到了中国、日本，唐义

净记供奉佛像之法与《大唐西域记》所载基本

相同：
造泥制底及拓模泥像，或印绢纸，随处供

养，或积为聚，以砖裹之，即成佛塔，或置空野，
任其销散。 西方法俗，莫不以此为业。［２２］

原本应该是手书经文置于佛塔之内，由于

需求量大，手抄已不敷使用，因此便通过捺印、

刷印等方式来大规模复制佛像、经咒。 唐冯贽

的《云仙散录》引《僧园逸录》说，唐“玄奘以回

锋纸印普贤像施于四方，每岁五驮无余”①，而玄

奘弟子慧立亦记：玄奘在唐高宗显庆三年（公元

６５８ 年）左右以唐皇所赐礼物“为国造塔及营经

像，给施贫穷并外国婆罗门客等，随得随散，无
所贮蓄。 发愿造十俱胝（佛）像，百万为十俱胝，
并造成矣” ［２３］ 。 此与《僧园逸录》所载正可相互

印证。 要制作一百万佛像，如果不是采用印刷

的方式，显然不可能。 此所谓制百万佛像，与日

本称德天皇于公元 ７６４—７７０ 年间制作百万陀罗

尼经性质相近（详后），时代也仅相差百年，因此

可信程度极高。 虽如一些学者已经指出的那

样，无论是道士的黄神越章之印还是佛门弟子

印制佛像，都与图书印刷有些差别，但是，从印

刷原理来说，印刷符咒和佛像与印刷佛教经典

并无质的差异，开始可能以印刷符咒、佛像为

主，到后来便用来印刷道经、佛经甚至其他文献

了。 根据上面的史料我们可以推断，在唐高宗

时，大规模的印造佛像和佛经已经开始，说明雕

版印刷术已经成熟。 与玄奘大致同时的法藏有

一段话与佛经的印刷有关：
于此二七之时即摄八会同时而说，若尔，何

故 会 有 前 后？ 答： 如 印 文， 读 时 前 后， 印 纸

同时。［２４］

在法藏的著作中，曾多次以此作为譬喻。
对于这一段话的理解，日本学者神田喜一郎

指出：
我们读印刷的书籍时，是由前往后循序而

读的，而书籍在印刷之时，却没有前后的区别，
而是同时被印刷出来的。 明了这种用版片一版

一版印刷出来制成书籍的雕版印刷方法，是有

必要的。 法藏则以这一众所周知的事实作为比

喻来进行阐说。 从以上所说的看来，我想可以

充分证明，在法藏之时，雕版印刷已获广泛推

行了。［２５］

０ １１

① 宋代张邦基、洪迈等人认为此书为宋王铚伪作，其证据并不充分。 姑不论《云仙散录》成书究在何时，但
所引《僧园逸录》中玄奘印普贤像一事当无可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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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神田先生这一理解不错的话，在唐代

前期，雕版印刷术就已经非常普及了，并且这种

技术的原理已为一般人所认识，否则，法藏不会

用一个世人不太明白的东西来作譬喻。 孙毓修

先生在其《中国雕板源流考》中说：“近有江陵杨

氏藏《开元杂报》七叶（《孙可之集》有读《开元

杂报》文，当即此也），云是唐人雕本，叶十三行，
每行十五字，字大如钱，有边线界栏，而无中缝，
犹唐人写本款式，作蝴蝶装，墨影漫漶，不甚可

辨，此与日本所藏永徽六年《阿毗达磨大毗婆娑

论》刻本，均为唐本之仅存者。” ［２６］ 可惜杨氏所

藏现在已不知去向，其真伪如何也无从查考了，
而所谓日本所藏永徽六年（公元 ６５５ 年）刻《阿
毗达磨大毗婆娑论》，亦不详根据何在。 如果二

说属实，那么至迟在唐初永徽时，已有雕版印刷

的佛经，而开元年间（公元 ７１４—７４１ 年）已用雕

版印刷来出版邸报了。
１９６６ 年韩国庆州佛国寺释迦塔内发现了用

汉字印刷的《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虽无确切

纪年，但文中使用了四个唐武则天创制的文字，

结合藏经的石塔和寺庙均完工于公元 ７５１ 年等

史实，因此日本学者长泽规矩也提出此卷是唐

武后长安四年至唐玄宗天宝十载（公元 ７０４—
７５１ 年）间雕印的。 此说一出，争议不断，其刊刻

的年代、地方等等都是争议的焦点，有学术性

的，也有非学术性的，恐怕一时难有共识①。
还有一件有争议的雕版印刷实物据说出自

吐鲁番。 １９０６ 年新疆吐鲁番曾发现了《妙法莲

华经》之“分别功德品第十七”一卷，黄麻纸印

成，初归新疆布政使王树楠，后辗转由日本学者

中村不折购得，因其中有武则天时制字，据长泽

规矩也考定，此为武周时刻本。 长泽规矩也是

著名的印刷史和版本学家，他的说法曾经得到

了许多学者的引用，但最近也引起了很大的争

议，同样，一时恐怕也难有共识②。
目前已知有确切年代且无争议的雕版印刷

品是日本称德天皇印制的《无垢净光经自心印

陁罗尼》（即《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 日本天

平宝字八年（公元 ７６４ 年），称德天皇在平定了

惠美押胜之乱后，为镇护国家和忏悔灭罪，于是

０ １２

①

②

参见辛德勇：“论中国书籍雕版印刷技术产生的社会原因及其时间”，载《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

１６ 辑。
（日）长泽规矩也：《和汉书の印刷とその历史》，吉川弘文馆，１９５２ 年，第 ５－６ 页。 近年中国国家图书馆

李际宁先生、北京大学辛德勇先生对此提出了异议（李说详见“中村不折藏吐鲁番出土小字刻本《妙法莲华经》雕
版年代考”，载《版本目录学研究》第一辑；“中村不折藏传吐鲁番出土小字刻本《妙法莲华经》雕版年代补证”，载
《敦煌文献·考古·艺术综合研究———纪念向达先生诞辰 １１０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辛说详见“论中国

书籍雕版印刷技术产生的社会原因及其时间”，载《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 １６ 辑。 辛说基本上沿用李说），认为

中村不折旧藏实与 １９７８ 年苏州瑞光塔发现的宋天禧元年（公元 １０１７ 年）九月初五日由雍熙寺僧人舍入之《妙法

莲华经》（现藏苏州博物馆，其图版详见《第三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图录》，编号 ０７１７４）的版本相同，据此认为中

村不折旧藏传出吐鲁番的《妙法莲华经》的刻印时代也在北宋初年。 不过，李说尚存二个疑问：第一，所据以比较

的是 ２００５ 年日本书道博物馆出版之由矶部彰所编《台东区立书道博物馆所藏中村不折旧藏禹域墨书集成》 （以
下简称《禹域墨书集成》）中收录的《妙华莲华经》（编号 １２０），而该书编者并未明确说此即传出吐鲁番者，且其中

并无武周制字，行款也与长泽规矩也所述完全不同。 此外，李文介绍《禹域墨书集成》中收录的《妙华莲华经》与
龙谷大学 １９３１ 年入藏的《妙华莲华经》为同一卷而被撕裂为两段，但龙谷大学所藏，长泽规矩也曾亲自见过，并明

确指出其“无异体字（即武周新字）”，“其年代远远晚于前者（指传出于吐鲁番者）”。 显然，长泽规矩也明确指出

了两者不仅存在着内容上的差异（用与不用武周制字），刻印的时间也不相同。 关于这一点，李文怀疑长泽规矩

也未曾亲见中村不折所藏，但李氏的怀疑仅仅是推测，并无确证。 因此，要推翻长泽规矩也的旧说，显然还缺乏足

够的证据；第二，即使李氏前说成立，但苏州瑞光塔第三层塔心天宫中同出之佛经，还有唐大和辛卯（公元 ９３１ 年）
之前抄写、大和辛卯修补并经唐显德三年（公元 ９５６ 年）再次修补后舍入者。 同理，苏州瑞光塔所出《妙华莲华

经》手书题记中“天禧元年”只是刻本《妙华莲华经》舍入佛塔之年，而非版刻之年。 因此，中村不折旧藏相传出于

吐鲁番之《妙法莲华经》的年代问题甚至苏州瑞光塔所出刻本佛经的年代问题都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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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Ｍａｒｃｈ，２０１６

发弘愿造小木塔百万基①，内置雕版印刷（也有

学者认为是铜版捺印）《无垢净光经自心印陁罗

尼》中的四段咒语，黄麻纸印制（少数为手抄），
分置于十大寺。 据统计，日本国内现仍存实物

三千余件，清末驻日公使黎庶昌的随员陈矩也

曾从日本购得二件送回国内，杨守敬在日本编

印的《留真谱》中也曾影印了此塔经。 虽然此经

上并没有明载印刷的年代，但据记载，时间应该

是称德天皇太平宝字八年至宝龟元年 （公元

７６４—７７０ 年）间，而木塔底也多有墨书“神护景

云元年”（公元 ７６７ 年）、“神护景云二年”（公元

７６８ 年）等题记，正可与《续日本纪》的记载相印

证，因此，这是目前世界上可以考订确切年代

的、最早的雕版印刷品实物，学术界公认，无论

是造纸还是印刷技术，都受到了中国的影响。
１９７４ 年西安柴油机厂唐墓出土了置于铜腭

托中的梵文陀罗尼经咒印本，１９７５ 年西安冶金

机械厂唐墓又出土了一件置于小铜盒中的汉文

《佛囗囗囗囗得大自在陀罗尼神咒经》，根据两

种陀罗尼经咒纸张、雕刻技术以及同时出土的

铜镜等器物的综合研究判断，整理者认为梵文

陀尼罗经咒的刻印时间定为初唐（约公元七世

纪），而汉文陀尼罗经咒刻印的时间大约在盛唐

（陀罗尼经咒翻译成汉文时在唐武则天长寿二

年，即公元 ６９３ 年，因此汉文陀罗尼经咒的刻印

时间应在此后） ［２７］ 。
此后的雕版印刷实物及文献数量不少，为

省篇幅，不一一列举。
除了宗教文献以外，雕版印刷的世俗文献

在唐代中后期大量出现。 唐元稹在长庆四年十

二月十日（公元 ８２５ 年 １ 月 ５ 日）所作《白氏长

庆集序》中写道：
……乐天《秦中吟》《贺雨》《讽谕》等篇，时

人罕能知者。 然而二十年间禁省观寺、邮候墙

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

道。 至于缮写模勒，炫卖于市井，或持之交酒茗

者，处处皆是。 （自注：杨、越间多作书模，勒乐

天及予杂诗，卖于市肆之中也。） ［２８］

清代著名学者赵翼指出：“‘摹勒’即刊刻

也，则唐时已开其端欤。” ［２９］ 近代学者王国维先

生也说：“夫刻石亦可云摹勒，而作书鬻卖，自非

雕板不可，则唐之中叶，吾浙已有刊板矣。” ［３０］

在雕版印刷的文献中，数量最大的应该是

百姓日常生活用书。 唐太和九年（公元 ８３５ 年）
十二月丁丑，东川节度使冯宿奏请禁断印历

日版：
剑南、两川及淮南道皆以版印历日鬻于市，

每岁司天台未奏颁下新历，其印历已满天下，有
乖敬授之道，故命禁之。［３１］

印历即雕版印刷的历书，是民间百姓日常

生活用书，在过去几乎家置一本，且每年更新，
社会需求量极大。 在中国封建时代，对于农业

社会来说，掌握季节的变化对于农业生产来说

至关重要，《尚书·尧典》开篇即曰：“乃命羲、
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因此，
制定、颁布历书自古以来就是一项中央政府最

重要的权利和职责，民间私自编印历书，既有可

能弄错季节时令致误农时，更是对国家权力的

冒犯；而对于民间来说，历书除了官方历书所有

的季节、时令等内容之外，还会加上其他一些内

容，如六甲四柱之类的东西，关乎祭奠祖先神

灵、趋吉避凶等等，因此虽然国家禁止私造历

书，而民间私造历书却屡禁不绝。 在印刷术普

及之前，仅靠手抄私造历书影响还不大，但当利

用印刷技术来大规模复制后，矛盾就突显出来

了。 因此，冯宿奏请下令不准民间私自雕印历

书。 唐太和中民间刊印的“版印历日”今日仍有

实物流传：《俄藏敦煌文献》新近公布了一件雕

版印刷的“具注历” ［３２］ ，经学者考证，这是唐大

和八年（公元 ８３４ 年）的历书，时间就在冯宿请

０ １３

① （日）藤原继绳、菅野真道、秋筱安人等：《续日本纪》卷三十：“初，天皇八年乱平（惠美押胜之乱），乃发弘

愿，令造三重小塔一百万基，高各四寸五分，基径三寸五分。 露盘之下，各置根本、慈心、相轮、六度等陀罗尼，至是

功毕，分置诸寺，赐供事官人已下仕丁已上一百五十七人爵，各有差。”吉川弘文馆，２０００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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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民间私自雕印历书前一年，正可与《册府元

龟》载冯宿所奏内容相印证［３３］ 。 据此推断，至
迟到公元 ８３４ 年，四川、淮南等地民间已经用雕

版的方式私印日历贩卖了，并且成为了一种十

分普遍的现象。 由于历书社会需求量很大，同
时又要求价格便宜，雕版印刷大批量复制、成本

低廉的特点正好可以满足需求。 根据对敦煌文

献的初步清理，现在已经发现并能考证出时间

的至少就有唐乾符四年（公元 ８７７ 年）刻印的历

书和唐中和二年（公元 ８８２ 年）剑南西川成都樊

赏家刻印的历书等等。
除了历书等居家必备之书外，小学、占卜之

书也是社会需求量很大的图书，自然也成为了

雕版印刷对象。 唐代柳玭在其《柳氏家训序》中
记载说：

中和三年癸卯（公元 ８８３ 年）夏，銮舆在蜀

之三年也。 余为中书舍人，旬休，阅书于重城之

东南，其书多阴阳杂记、占梦相宅、九宫五纬之

流，又 有 字 书 小 学， 率 雕 版 印 纸， 浸 染 不 可

尽晓。［３４］

这段文字说明当时成都书肆中所卖的小学

及占卜之书等大多为雕版印刷。
前面已经提到，从唐初开始，随着科举制与

学校教育结合，产生了大量与科举有关的文献

需求，这也是雕版印刷术得到应用并普及的一

个重要原因，但在已经发现的五代以前的雕版

印刷品实物中，还没有发现科举类参考书。 我

们认为，这与科举类参考书的性质有关。 一般

科举类参考书属于实用书籍，用坏即止，人们不

会去刻意加以保护保存，同时因其非所谓“正
经”图书，一般也不会被藏书家所收藏，这也是

为什么宋代科举类雕版印刷的图书在记载中已

经很多，但留传下来的实物并不多的缘故。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无论是有争议还是无

争议的雕版印刷实物及相关记载，它们所能证

明的只是雕版印刷的时间下限，也只是具有傅

斯年先生所说的“或然性”。 前面所论，虽仅及

古籍记载与今日所见古代印刷品实物，但印刷

术产生的实际年代应当远早于此。 因为一种技

术产生并得到广泛应用，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当
其刚刚出现时，一般难以引起人们的重视，只有

在大量应用并对人们的生产生活产生影响后才

会有人来记述。 至于印刷品的实物，未见未必

即是未有，所见必晚于未见。 因此，我们在探讨

雕版印刷术的产生时，只能指出其年代的下限，
而很难确指其时间的上限，也没有必要纠结于

一条具体记载与一件印刷品实物的发现，而应

该从文化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和特点来认识和

思考。
大量的文献和实物资料都已充分证明，至

迟到唐初，我国已用雕版印刷术印刷图书，并且

其镂板和墨印技术已臻成熟。 到唐末时，刻印

者主要是来自民间的佛教寺院、道观和书坊，内
容主要是佛教和道教经咒、百姓日常生活和生

产所用的历书、阴阳杂记、占梦相宅等杂书，以
及小学字书和时人诗文集等，而儒家所谓“正经

正史”尚未开雕，而昔人所谓雕版始于五代冯

道，乃基于儒者心目中“正经正史”才算得上是

“正经图书”而言，并不是指雕版印刷术的发明

始于冯道。 五代时，又出现了官府刻书和学者

私家刻书，刻书的内容已发展到了经史子集四

部，刻书的范围大大增加了。 尤其重要的是，雕
版印刷图书范围的扩大，特别是儒家经典，对于

一般读书人来说，雕版印刷这时才真正有了意

义。 所以，五代以后，中国古代雕版印书进入了

快速发展和完全成熟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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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９􀆰 （Ｌｉ Ｙｕａｎｆｕ􀆰 Ｃｈａｎｇｔａｎ Ｃｏｎｇｌｕ：ｖ􀆰 １ “Ｋａｎｋｅ Ｂａｎｙｉｎ”［Ｍ］ ／ ／ Ｓｉｂｕ Ｃｏｎｇｋａｎ ｉｎ ｌａｔｅ Ｑ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Ｔｈｉｒｄ ｃｏｍｐｉｌａ⁃

ｔｉｏｎ， ｖ􀆰 ８６􀆰 Ｔａｉｚｈｏｎｇ：Ｗｅｎｔｉｎｇｇｅ Ｂｏｏｋｓ Ｃｏｍｐａｎｙ，２０１０：２９．）

［ ５ ］ 葛洪􀆰 抱朴子·登涉［Ｍ］． 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 本 􀆰 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５：３１３􀆰 （ Ｇｅ Ｈｏｎｇ􀆰 Ｂａｏｐｕｚｉ·

Ｄｅｎｇｓｈｅ ［Ｍ］． Ｗａｎｇ Ｍｉｎｇ， Ａｎｎｏｔａｔｅｄ Ｉｎｎｅｒ Ｃｈａｐｔｅｒｓ ｏｆ Ｂａｏｐｕｚｉ􀆰 Ｂｅｉｊｉｎｇ：Ｚｈｏｎｇｈｕａ Ｂｏｏｋｓ Ｃｏｍｐａｎｙ，１９８５：３１３．）

［ ６ ］ 向达􀆰 唐代刊书考［Ｊ］ ． 中央大学国学图书馆第一年刊，１９２８：１－１９􀆰 （Ｘｉａｎｇ Ｄａ􀆰 Ｂｏｏｋｓ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Ｔａ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Ｊ］ ．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１９２８：１－１９．）

［ ７ ］ 上海市纺织科学研究院，上海市丝绸工业公司文物研究组􀆰 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丝织品的研究［Ｍ］．

北京：文物出版社， １９８０􀆰 （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Ｔｅｘｔｉｌ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Ｓｉｌｋ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Ａｎｔｉｑｕｉｔｙ Ｇｒｏｕｐ􀆰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ｓｉｌｋ ｆａｂｒｉｃｓ ｅｘｃａｖａ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Ｈａｎ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ｔｏｍｂ １ ｉｎ Ｍａｗａｎｇｄｕｉ， Ｃｈａｎｇｓｈａ［Ｍ］． Ｂｅｉ⁃

ｊｉｎｇ：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Ｒｅｌｉｃｓ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０．）

［ ８ ］ 西汉南越王墓博物馆􀆰 西汉南越王墓（下）［Ｍ］． 北京：文物出版社，１９９１􀆰 （Ｍｕｓｅｕｍ ｏｆ ｔｈ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Ｈａｎ Ｄｙ⁃

ｎａｓｔｙ Ｍａｕｓｏｌｅｕｍ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ｎｙｕｅ Ｋｉｎｇ􀆰 Ｎａｎｙｕｅ Ｋｉｎｇ Ｍａｕｓｏｌｅｕｍ ｏｆ ｔｈ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Ｈａｎ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ｓｅｃｏｎｄ ｐａｒｔ）［Ｍ］．

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Ｒｅｌｉｃｓ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１．）

［ ９ ］ 郭若虚􀆰 图画见闻志：卷六“训鉴图” ［Ｍ］ ／ ／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艺术类􀆰 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

２００８：８１２—５６５􀆰 （Ｇｕｏ Ｒｕｏｘｕ􀆰 Ｔｕｈｕａ Ｊｉａｎｗｅｎ Ｚｈｉ：ｖ􀆰 ６ “Ｘｕｎ Ｊｉａｎ Ｔｕ”［Ｍ］ ／ ／ Ｊｉｎｇｙｉｎ Ｓｉｋｕ Ｑｕａｎｓｈｕ （Ｗｅｎｙｕａｎ

Ｇｅ ｅｄｉｔｉｏｎ）：Ｚｉ ｒａｄｉｃａｌ·Ａｒｔ􀆰 Ｔａｉｂｅｉ：Ｔａｉｗａｎ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８：８１２—５６５．）

［１０］ 朱熹􀆰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十八“按唐仲友第三状”［Ｍ］ ／ ／ 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 朱子全书：第２０册􀆰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２：８３６􀆰 （Ｚｈｕ Ｘｉ􀆰 Ｈｕｉａｎ Ｘｉａｎｓｈｅｎｇ Ｚｈｕｗｅｎｇｏｎｇ Ｗｅｎｊｉ：ｖ􀆰 １８ “Ａｎ Ｔａｎｇ Ｚｈｏｎｇｙｏｕ Ｄｉ

Ｓａｎ Ｚｈｕａｎｇ” ［Ｍ］ ／ ／ Ｚｈｕ Ｊｉｅｒｅｎ， Ｙａｎ Ｚｕｏｚｈｉ， Ｌｉｕ Ｙｏｎｇｘｉａ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ｗｏｒｋｓ ｏｆ Ｚｈｕｚｉ： ｖ􀆰 ２０􀆰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Ｇｕｊｉ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２：８３６．）

［１１］ 徐中舒􀆰 古代灌溉工程原起考［Ｊ］ ． 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１９３５，第五本第二分：２５５－２６９􀆰

（Ｘｕ Ｚｈｏｎｇｓｈｕ􀆰 Ｏｎ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 ｏｆ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Ｊ］ ． 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 Ｐａｐｅｒｓ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ｃａｄｅｍｉａ Ｓｉｎｉｃａ Ｈｉｓ⁃

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１９３５，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ｐａ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ｆｔｈ ｂｏｏｋ：２５５－２６９．）

［１２］ 查尔斯·辛格，Ｅ􀆰 Ｊ􀆰 霍姆亚德，Ａ􀆰 Ｒ􀆰 霍尔􀆰 技术史：第一卷［Ｍ］． 王前，孙希忠，译􀆰 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

社，２００４：２５􀆰 （Ｓｉｎｇｅ Ｃ， Ｈｏｌｍｙａｒｄ Ｅ Ｊ， Ｈａｌｌ Ａ Ｒ􀆰 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ｖ􀆰 １［Ｍ］． Ｗａｎｇ Ｑｉａｎ， Ｓｕｎ Ｘｉｚｈｏｎｇ，

ｔｒａｎｓ􀆰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４：２５．）

［１３］ 刘向􀆰 战国策：齐策一“苏秦为赵合从说齐宣王” ［Ｍ］． 上海古籍出版社整理标点本􀆰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

社，１９８５：３３７􀆰 （Ｌｉｕ Ｘｉａｎｇ􀆰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Ｗａｒｒｉｎｇ Ｓｔａｔｅｓ：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ｏｆ Ｑｉ １“Ｓｕ Ｑｉｎ􀆳ｓ ｐｅｒｓｕａｄｉｎｇ Ｋｉｎｇ Ｘｕａｎ ｏｆ

Ｑｉ”［Ｍ］．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Ｇｕｊｉ Ｐｒｅｓｓ ｐｕｎｃｔｕａｔｅ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Ｇｕｊｉ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５：３３７．）

［１４］ 萧子显􀆰 南齐书：卷十四“州郡志”［Ｍ］． 中华书局标点本􀆰 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２：２５５􀆰 （Ｘｉａｏ Ｚｉｘｉａ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Ｑｉ：ｖ􀆰 １４ “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ｕｎｔｉｅｓ” ［Ｍ］． Ｚｈｏｎｇｈｕａ Ｂｏｏｋｓ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ｐｕｎｃｔｕａｔｅ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０ １５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总第四十二卷　 第二二二期　 Ｖｏｌ􀆰 ４２􀆰 Ｎｏ􀆰 ２２２

Ｚｈｏｎｇｈｕａ Ｂｏｏｋｓ Ｃｏｍｐａｎｙ，１９７２：２５５．）

［１５］ 道世􀆰 法苑珠林：卷五十五“破邪篇·妄传邪教第三”［Ｍ］ ／ ／ 大正新修大藏经：第５３册􀆰 ＣＢＥＴＡ 数位藏经阁电

子版􀆰 （Ｄａｏｓｈｉ􀆰 Ｆａｙｕａｎ Ｚｈｕｌｉｎ：ｖ􀆰 ５５ “ Ｐｏｘｉｅ Ｐｉａｎ·Ｗａｎｇｃｈｕａｎ Ｘｉｅｊｉａｏ ３” ［Ｍ］ ／ ／ Ｄａｚｈｅｎｇ Ｘｉｎｘｉｕ Ｄａｚａｎｇｊｉｎｇ：

ｖ􀆰 ５３􀆰 Ｓｈｕｗｅｉ Ｃａｎｇｊｉｎｇｇｅ ＣＢＥＴＡ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ｅｄｉｔｉｏｎ．）

［１６］ 王仲荦􀆰 隋唐五代史：上［Ｍ］．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５２５􀆰 （Ｗａｎｇ Ｚｈｏｎｇｌｕｏ􀆰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Ｓｕｉ，

Ｔａｎｇ ａｎｄ Ｆｉｖｅ Ｄｙｎａｓｔｉｔｉｅｓ （ ｆｉｒｓｔ ｐａｒｔ）［Ｍ］．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Ｒｅｎｍｉｎ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３：５２５．）

［１７］ 贾思勰􀆰 齐民要术：卷五“种谷楮”［Ｍ］． 缪启愉，校释􀆰 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１９９８：３４８􀆰 （Ｊｉａ Ｓｉｘｉｅ􀆰 Ａｒｔ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ｖ􀆰 ５ “Ｚｈｏｎｇ Ｇｕ Ｃｈｕ”［Ｍ］． Ｍｉａｏ Ｑｉｙｕ， ａｎｎｏｔａｔｅ􀆰 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ｈｉｎａ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８：３４８．）

［１８］ 傅斯年􀆰 性命古训辩证［Ｍ］ ／ ／ 傅斯年全集：第二卷􀆰 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０：５９４􀆰 （Ｆｕ Ｓｉｎｉａｎ􀆰 Ｘｉｎｇｍｉｎｇ

Ｇｕｘｕｎ Ｂｉａｎｚｈｅｎｇ［Ｍ］ ／ ／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ｗｏｒｋｓ ｏｆ Ｆｕ Ｓｉｎｉａｎ：ｖ􀆰 ２􀆰 Ｃｈａｎｇｓｈａ：Ｈｕｎａ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０：５９４．）

［１９］ 朱明镐􀆰 史纠：卷五“艺文志” ［Ｍ］ ／ ／ 指海􀆰 清守山阁刻本，１８３６—１８４０（清道光十六年至二十年） 􀆰 （ Ｚｈｕ

Ｍｉｎｇｈａｏ􀆰 Ｓｈｉ Ｊｉｕ：ｖ􀆰 ５ “Ｙｉｗｅｎ Ｚｈｉ”［Ｍ］ ／ ／ Ｚｈｉ Ｈａｉ􀆰 Ｑｉｎｇ Ｓｈｏｕｓｈａｎ􀆳ｇｅ ｂｌｏｃｋ－ｐｒｉｎｔｅ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１８３６－１８４０．）

［２０］ 李之檀􀆰 敦煌写经永兴郡佛印考［Ｊ］ ． 敦煌研究，２０１０（３）：１０８－１１１􀆰 （Ｌｉ Ｚｈｉｔａｎ􀆰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ｓｔａｍｐ ｏｆ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ｓｅａｌ ｏｆ Ｙｏｎｇｘ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ｙ ｏｎ Ｄｕｎｈｕａｎｇ Ｍａｎｕｓｃｒｉｐｔ［Ｊ］ ． Ｄｕｎｈｕａｎｇ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１０（３）：１０８－１１１．）

［２１］ 玄奘，辩机􀆰 大唐西域记：卷九［Ｍ］． 季羡林，等校注􀆰 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５：７１２􀆰 （Ｘｕａｎｚａｎｇ，Ｂｉａｎｊｉ􀆰 Ｂｕｄｄｈｉｓｔ

ｒｅｃｏｒｄｓ ｏｆ ｔｈ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ｗｏｒｌｄ：ｖ􀆰 ９［Ｍ］． Ｊｉ Ｘｉａｎｌｉｎ， ｅｔ ａｌ，ａｎｎｏｔａｔｅ􀆰 Ｂｅｉｊｉｎｇ：Ｚｈｏｎｇｈｕａ Ｂｏｏｋｓ Ｃｏｍｐａｎｙ，１９８５：７１２．）

［２２］ 义净􀆰 南海寄归内法传：卷四“灌沐尊仪”［Ｍ］． 王邦维，校注􀆰 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５：１７１􀆰 （Ｙｉ Ｊｉｎｇ􀆰 Ｎａｎｈａｉ

Ｊｉｇｕｉ Ｎｅｉｆａ Ｚｈｕａｎ：ｖ􀆰 ４ “Ｇｕａｎ Ｍｕ Ｚｕｎ Ｙｉ” ［Ｍ］． Ｗａｎｇ Ｂａｎｇｗｅｉ，ａｎｎｏｔａｔｅ􀆰 Ｂｅｉｊｉｎｇ：Ｚｈｏｎｇｈｕａ Ｂｏｏｋｓ Ｃｏｍｐａｎｙ，

１９９５：１７１．）

［２３］ 慧立􀆰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十［Ｍ］． 释彦悰，笺，孙毓棠，谢方，点校􀆰 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０：２１５􀆰 （Ｈｕｉ

Ｌｉ􀆰 Ｄａ Ｃｉ Ｅｎ Ｓｉ Ｓａｎｚａｎｇ Ｆａｓｈｉ Ｚｈｕａｎ：ｖ􀆰 １０［Ｍ］． Ｓｈｉ Ｙａｎｃｏｎｇ， ｅｘｐｌａｉｎ， Ｓｕｎ Ｙｕｔａｎｇ， Ｘｉｅ Ｆａｎｇ， ｐｒｏｏｆｒｅａｄ􀆰 Ｂｅｉ⁃

ｊｉｎｇ：Ｚｈｏｎｇｈｕａ Ｂｏｏｋｓ Ｃｏｍｐａｎｙ，２０００：２１５．）

［２４］ 法藏 􀆰 华严经 探 玄 记： 卷 二 ［ Ｍ］ ／ ／ 大 正 新 修 大 藏 经： 第 ３５ 册 􀆰 ＣＢＥＴＡ 数 位 藏 经 阁 电 子 版 􀆰 （ Ｆａ

Ｚａｎｇ􀆰 Ｈｕａｙａｎｊｉｎｇ Ｔａｎ Ｘｕａｎ Ｊｉ： ｖ􀆰 ２ ［ Ｍ ］ ／ ／ Ｄａｚｈｅｎｇ Ｘｉｎｘｉｕ Ｄａｚａｎｇｊｉｎｇ： ｖ􀆰 ３５􀆰 Ｓｈｕｗｅｉ Ｃａｎｇｊｉｎｇｇｅ ＣＢＥＴＡ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ｅｄｉｔｉｏｎ．）

［２５］ 神田喜一郎􀆰 中国雕版印刷术的起源［Ｍ］ ／ ／ 日本学士院记要：第３４卷，１９７６：２􀆰 转引自：肖东发􀆰 中国图书出

版印刷史论［Ｍ］．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５７􀆰 （Ｋａｎｄａ Ｋｉｉｃｈｉｒō􀆰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 ｏｆ ｗｏｏｄｂｌｏｃｋ ｐｒｉｎｔｉｎｇ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Ｍ］ ／ ／ Ｒｅｃｏｒｄｓ ｏｆ Ｊａｐａｎ Ａｃａｄｅｍｙ：ｖ􀆰 ３４，１９７６：２􀆰 Ｃｉｔｅｄ ｆｒｏｍ：Ｘｉａｏ Ｄｏｎｇｆａ􀆰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ｂｏｏｋｓ ｐｕｂｌｉｃａ⁃

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ｉｎｔｉｎｇ［Ｍ］． Ｂｅｉｊｉｎｇ：Ｐｅｋ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１：５７．）

［２６］ 孙毓修􀆰 中国雕版源流考［Ｍ］ ／ ／ 国学小丛书􀆰 上海：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４：２􀆰 （Ｓｕｎ Ｙｕｘｉｕ􀆰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ｏｏｄｂｌｏｃｋ ｐｒｉｎｔｉｎｇ［Ｍ］ ／ ／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ｌａｓｓｉｃｓ ｓｅｒｉｅｓ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Ｔｈｅ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Ｐｒｅｓｓ，１９３４：２．）

［２７］ 保全􀆰 世界最早的印刷品———西安唐墓出土印本陀罗尼经咒［Ｇ］ ／ ／ 石兴邦，等􀆰 中国考古学研究论集———

纪念夏鼐先生考古五十周年 􀆰 西安：三秦出版社，１９８７：４０４ － ４１０􀆰 （ Ｂａｏｑｕａｎ􀆰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ｉｅｓｔ ｐｒｉｎｔ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ｕｎｅａｒｔｈｅｄ ｔｈｅ Ｄｈａｒａｎｉ Ｓｕｔｒａ ｂｏｏｋ ｉｎ Ｔａｎｇ ｔｏｍｂ ｉｎ Ｘｉ􀆳ａｎ［Ｇ］ ／ ／ Ｓｈｉ Ｘｉｎｇｂａｎｇ􀆰 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 ｐａｐｅｒ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ｙ—ｉｎ ｈｏｎｏｒ ｏｆ ５０ ａｎｎｉｖｅｒｓａｒｙ ｏｆ Ｘｉａ Ｎａｉ􀆳ｓ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ａｒｅｅｒ􀆰 Ｘｉ􀆳ａｎ：Ｓａｎｑｉｎ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７：４０４－４１０．）

［２８］ 元稹􀆰 元氏长庆集：卷五十一［Ｍ］ ／ ／ 四部丛刊􀆰 影印明嘉靖三十一年刊本􀆰 上海：商务印书馆：１９２２􀆰 （Ｙｕａｎ

Ｚｈｅｎ􀆰 Ｙｕａｎｓｈｉ Ｃｈａｎｇｑｉｎｇｊｉ：ｖ􀆰 ５１［Ｍ］ ／ ／ Ｓｉｂｕ Ｃｏｎｇｋａｎ􀆰 Ｐｈｏｔｏｃｏｐｙ ｏｆ ｔｈｅ ｖｅｒｓｉｏｎ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３１ｔｈ ｙｅａｒ 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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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ＥＮ Ｌｉ： Ａ Ｎｅｗ 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 ｏｆ Ｗｏｏｄｂｌｏｃｋ Ｐｒｉｎｔｉｎｇ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Ｍａｒｃｈ，２０１６

Ｅｍｐｅｒｏｒ Ｊｉａｊ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Ｔｈｅ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Ｐｒｅｓｓ，１９２２．）

［２９］ 赵翼􀆰 陔余丛考：卷三十三“刻书书册”［Ｍ］． 上海商务印书馆排印本􀆰 上海：商务印书馆，１９５７：６９５􀆰 （Ｚｈａｏ

Ｙｉ􀆰 Ｇａｉ Ｙｕ Ｃｏｎｇ Ｋａｏ：ｖ􀆰 ３３ “Ｅｎｇｒａｖｉｎｇ ｂｏｏｋｓ”［Ｍ］．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Ｐｒｅｓｓ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Ｔｈｅ Ｃｏｍｍｅｒ⁃

ｃｉａｌ Ｐｒｅｓｓ，１９５７：６９５．）

［３０］ 王国维􀆰 观堂集林：两浙古刊本考序［Ｍ］ ／ ／ 王国维遗书􀆰 影印民国上海商务印书馆本􀆰 上海：上海古籍书

店，１９８３：１􀆰 （Ｗａｎｇ Ｇｕｏｗｅｉ􀆰 Ｇｕａｎ Ｔａｎｇ Ｊｉ Ｌｉｎ：ｏｎ ｔｈｅ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ｂｏｏｋｓ ｉｎ Ｌｉａｎｇｚｈｅ［Ｍ］ ／ ／ Ｗｏｒｋｓ ｏｆ Ｗａｎｇ Ｇｕｏｗｅｉ􀆰

Ｐｈｏｔｏｃｏｐｙ ｆｒｏｍ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Ｐｒｅｓｓ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Ｇｕｉｊｉ Ｂｏｏｋｓｔｏｒｅ，１９８３：１．）

［３１］ 王钦若􀆰 册府元龟：卷一百六十“帝王部·革弊第二”［Ｍ］． 周勋初，等校订􀆰 南京：凤凰出版社，２００６：１７８２􀆰

（Ｗａｎｇ Ｑｉｎｒｕｏ􀆰 Ｃｅ Ｆｕ Ｙｕａｎ Ｇｕｉ：ｖ􀆰 １６０ “Ｋｉｎｇｓ·Ｇｅ Ｂｉ ２”［Ｍ］． Ｚｈｏｕ Ｘｕｎｃｈｕ，ｅｔ ａｌ，ｐｒｏｏｆｒｅａｄ􀆰 Ｎａｎｊｉｎｇ：Ｐｈｏｅｎｉｘ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６：１７８２．）

［３２］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俄罗斯科学出版社东方文学部，上海古籍出版社􀆰 俄藏敦煌文

献：第１０册，原编号：Д×０２８８０［Ｍ］．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８：１０９􀆰 （Ｓｔ􀆰 Ｐｅｔｅｒｓｂｕｒｇ Ｂｒａｎｃｈ ｏｆ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 Ｉｎ⁃

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Ｐｒｅｓｓ，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Ｇｕｊｉ

Ｐｒｅｓｓ􀆰 Ｄｕｎｈｕａｎｇ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ｉｎ Ｒｕｓｓｉａ：ｖ􀆰 １０， ｎｏ􀆰 Д×０２８８０［Ｍ］．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Ｇｕｊｉ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８：１０９．）

［３３］ 邓文宽􀆰 敦煌三篇具注历日佚文校考［ Ｊ］ ． 敦煌研究，２０００（３）：１０８－１１２􀆰 （Ｄｅｎｇ Ｗｅｎｋｕａｎ􀆰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ｌｏｓｔ

ｔｅｘｔｓ ｉｎ Ｄｕｎｈｕａｎｇ ｃａｌｅｎｄａｒ［Ｊ］ ． Ｄｕｎｈｕａｎｇ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００（３）：１０８－１１２．）

［３４］ 薛居正，等􀆰 旧五代史：卷四三注引［Ｍ］． 中华书局标点本􀆰 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６：５８９􀆰 （Ｘｕｅ Ｊｕｚｈｅｎｇ，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ｖｅ Ｄｙｎａｓｔｉｅｓ：ｖ􀆰 ４３［Ｍ］． Ｚｈｏｎｇｈｕａ Ｂｏｏｋｓ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ｐｕｎｃｔｕａｔｅ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Ｂｅｉｊｉｎｇ：Ｚｈｏｎｇｈｕａ

Ｂｏｏｋｓ Ｃｏｍｐａｎｙ，１９７６：５８９．）

陈　 力　 中国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 北京 １０００８１。
（收稿日期：２０１６－０１－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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